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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寨：生态补偿民间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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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前，街上四处堆放着砍下的树木  

  吃喝在一边，拉撒在另一边。姜富文家的猪，“居家环境”今昔不可同日而语。4月18日，规整的猪
舍里，一头肥硕的白母猪耳挂号牌，四周围着8头小猪，不时哼哼唧唧拱到身下。姜富文，这个贵州省台
江县南宫乡汪江村的苗族青年农民，乐呵呵地对记者说：“刚卖了6头，净赚3000多块。我把全家今后的
生计都押给它们了。”  

  作为苗族人口比例达97％以上的“全国苗族第一县”，台江县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该州拥有
贵州省最大的连片天然林区。春来时，翠绿的群山紧紧揽汪江入怀，汪江溪沟清澈见底。  

  7年前，姜富文的眼里没有猪，只有山。“他办了个厂，把树木加工成板材等半成品，拉到贵阳等
地。每年挣几万元。”汪江村村支书周绍明介绍说。不仅姜富文，那时候，几乎全体汪江村村民都靠山
吃山。“没办法，700多亩田地，只能供七八成的口粮。”村委会主任李胜高说。  

  台江县县委宣传部的王永刚回忆他1997年来汪江时所见情景：“街上四处堆放着砍下的树木，10多辆
货车排成一队，村民们往上搬运木材，号子声此起彼伏。河里，不断漂来加工产生的木屑……”  

  “没钱了，上山砍树就是。村民种粮外的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伐木和从事相关劳务，高的年收入10
万元以上。没人出外打工。每家养一两头猪，只为春节杀了自家吃。”周绍明说。  

  据统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江县财政收入普通年份有六七成“涉木”，个别年份甚至占八成之
多。  

  要“禁伐令”，也要生态补偿  

  1998年8月，全国性特大洪灾过后，政府出台了天然林“禁伐令”。汪江村失去财源后，不少年轻人
外出打工，但有些人家只能守着几块薄地度日。  

  “没有打工者的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不过500元。20户困难户，人均不足200元。咋过日子？”台江县
林业局的张爱红说。  

  就在“禁伐令”下达前后，台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天然林盗伐事件，遭滥伐的天然林达5971．621立
方米。汪江村与事发生地之一的交包村紧邻。该事件经中央电视台曝光，震惊全国。  

  盗伐事件激发了张爱红对生态保护的更深思考：“即使国家不禁伐，照此下去，没多久，汪江也必将
走向无木可采、生态灾害频发的困境。”他说：“应该人性化地看待问题。如果片面要求农民放下砍树
的斧头，却忽视对其进行必要补偿，不从根本上解决‘禁伐’后他们的生活出路，今后，盗伐事件还会
发生。”  

  过去数年，农村发展工作网（贵州PRA网）社会林业小组得到香港乐施会资助，志愿在汪江村推动实
施了“天然林禁伐后农村社区综合性自然资源管理示范项目”。  

  “就本质而言，这是一次民间性质的生态补偿试验。”项目主要负责人、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的杨从明
博士说。  

  “旧的经济模式被打破了，我们试图帮助汪江村找到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通过项目实施，促进当地农
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林业小组成员、贵州省林业学校教师李智勇说，“这是一次‘突围’，甚至
就是一次‘革命’”。  

  姜富文家的经济支撑“由木转猪”是个缩影。如今，受益于项目，越来越多的汪江农户迈上了养殖业
新路。以汪江为中心，一个覆盖方圆百里的优质良种仔猪市场正日渐形成。  

  充分赋权比单纯给钱更重要  

  汪江村村支“两委”办公楼黑板上，写着养猪的饲料配方。这条信息并非“两委”发布，而来自村
“项目共同管理委员会”。该“管委会”全权负责“天然林禁伐后农村社区综合性自然资源管理示范项



目”在汪江的运作事宜，包括7万元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评估、发放与回收等等。  

  “‘管委会’是个地道的‘草根组织’。”张爱红说。  

  2003年5月，村民们以无任何限定条件、无计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管委会”的7名组成人员。
他们在村里都享有较高威望。其中，潘正洲和万胜福两人，是苗族传统社会中一言九鼎的“寨老”。  

  “‘管委会’的产生，集中体现了‘参与式’工作理念。村民是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主人，我们强调尊
重他们的选择权，强调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作用和中心地位。”张爱红说。  

  “管委会”产生前，项目组已经按照“项目需求排序打分”的“参与式”工作方法，组织全体村民，
对养猪、养牛、养鸭、养鸡、养鹅、种植中药材等七八个汪江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备选方向一一打
分，将养猪、养牛列为首选方向。  

  “七八个备选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都不是我们关门想出来的，相反，全部由群众自下而上提出。”
张爱红说。  

  汪江村下辖汪江、记刀两个自然寨。“管委会”正式成立后与村民反复沟通，决定汪江侧重发展养
猪，记刀凭借3000多亩连片天然草场，主攻养牛。  

  尽管项目实际实施不到两年，但早在2000年，项目组成员的足迹就印进了汪江的家家户户。  

  “我们在全面调查村民群体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与文化特征，包括自然及人口资源状况、社会服务
水平、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村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的因素、问题与
潜力，从而设计出适当的项目实施框架。”张爱红说。  

  “项目组的功能就是这样，更多地表现在规划、引导、服务、协调，以及推动村民的能力建设等方
面，不直接干预‘管委会’运行。村支‘两委’同样不对‘管委会’进行干涉，只是提供必要工作支
持。很大程度上，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监事会’。”杨从明说。  

  让村民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  

  围着“管委会”成员潘正洲家的炉火，张爱红和李智勇端起大碗的苗家米酒，大口吃野菜，与潘等人
热烈讨论项目进展，亲若一家。  

  “大家的热情从没这么高过。你晓得，以前的项目，都是官家说了算，你想养猪他叫你养牛。管理人
员责任不到位，村民不积极。项目到底有没得效益，钱是买酒喝了，还是打麻将输了，哪个都说不
清。”姜富文说。  

  本着扶弱与扶强兼顾、滚动使用的原则，参照通行的小额贷款模式，从“管委会”那里，汪江寨近30
户村民先后获得了从两三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项目借款。  

  而在记刀寨，村民们选择资源共享，集中使用项目借款。全寨分为4个小组，各据一片草场进行围栏
饲养，目前，户均养牛达到5．4头。  

  “项目资金自理，村民一损俱损，彼此间无形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管委会’对养猪户资质考察的严
格，甚至超乎我们意料。”杨从明说，“出于相同原因，借款到期，农户拖欠不还的可能性也被降至最
低。”  

  在外围，项目组牵线搭桥，从贵阳为汪江村引进了优质猪、牛品种，并多次免费组织村民出外参观学
习，掌握疫病防治等养殖技术。  

  “过去，汪江一带市场上出售的外地仔猪，发病率、死亡率高，生长速度缓慢，当地群众有‘三年九
斤猪’的夸张说法。”张爱红说。  

  现在，汪江村60％以上的农户改用生饲料添加混合饲料的新法养猪，猪的生长极大提速。周绍奎家的
母猪一胎产下15头猪仔，成为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英雄母猪”。  

  重又坚定生活自信心的村民，已连续两年推掉了人工林的轮伐指标。利用猪粪，他们纷纷建起沼气
池，生活用柴大降。  

  “政府也从汪江村的自身努力中看到了信心。”张说。去年，黔东南州有关领导无偿支持杂交玉米种
子500公斤，使得全村玉米种植面积从8亩跃为140亩。县国土局随后出资6万元改造200亩天然草场，汪江
村的牲畜口粮愈发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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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7万元不是个大数。”杨从明说，“通过汪江的试验，我们想要证实，从良性的制度设计入手，对
主要利益当事人充分赋权，给予足够的政策，变‘要我做’为‘我要做’，是确保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效
益的必要条件，更是补偿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比资金本身还重要。”  

  汪江连着洞庭湖———受益者理应为苗民的痛苦转型承担责任  

  跑了仅1．5万公里的北京吉普，艰难爬行在由台江县城向汪江村方向延伸的864县道上，像头老牛。
40多公里山路，走了3个多小时。  

  翻开中国地图、贵州地图，汪江无处可寻。  

  “千山阻隔，确实，要让汪江以外的人们理解汪江的生态保护对于他们的意义，相当困难。而这也正
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意识难点之一。”杨从明说，“‘汪江突围’可以靠一家非政府组织拿出7万元启
动，但更大范围的生态补偿显然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撑。”  

  张爱红从地理的角度划下一条清晰的流程：汪江溪沟———巫密河———南哨河———清水江———
洪江———洞庭湖。  

  “大江大河都是由小溪小河汇成。若上游生态失去保护，受影响的不止是当地人，下游居民受的影响
也显而易见。”张爱红说。  

  杨从明告诉记者，解放前，汪江村有村民偷偷上山砍树，按寨规，被抓住强行溺死在汪江溪沟。“苗
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对自然有着由衷的敬畏，他们不是天生的刀斧手。遗憾的是，面对外来冲击和诱惑，
这种习俗渐渐失去了它的坚守。”  

  1971年，为支援湘黔铁路建设，一个民兵团成建制开进汪江，当年伐木高达4万立方米。“进入20世
纪80年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需求拉动带来更大冲击。”杨从明说，“在历史的演进中，汪江村村
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难道铁路的开通，是他们在受益吗？难道不是那些生活的享受者让斧头高高举起
的吗？”  

  “外界理应为汪江村农民放下斧头后的痛苦转型承担共同责任、提供生态补偿，这也是项目组愿意为
此不计回报付出的原因。”张爱红说，“7万元绝不是谁对谁的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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